


前言：天理国法人情 

  柏桦拍案：对上阿谀奉承、谄媚邀宠，对左右寒暄恭维、各怀各

计，对下恩威并施、沽名钓誉等是古代一些司法官为稳坐其官位使出

的惯用伎俩。而戒备防范、排挤倾轧、阴谋毒计、尔虞我诈等手段也

成为一些司法官得以进取的必要措施。前言：天理国法人情有关“情

理法”的问题，不但是我们古圣先贤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当今

法史学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我们权且不管古圣先贤的论述，

也暂时不从理论上去阐述，仅从字义上看：所谓的“情”，在《汉语

大词典》罗列有 16 种意思：1．感情；2．本性；3．情欲，性欲；4．爱

情；5．意愿，欲望；6．私情，人情；7．民心，舆论；8．情趣，兴

致；9．思想，精神；10．道理，情理；11．实情，情况；12．形态，

情态，姿态；13．诚，真实；14．拿，要；15．尽情，尽管；16．方

言中的等待之意。 

  从古代立法的角度来讲，所要关注的“情”则要照顾到上述 2、

7、9、10、11、12 项所包涵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 2 项，因为

最早的字义解释是“人之阴气有欲者”，“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

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不学而能。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孝经援神契

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心

部》）按照这种说法，“情”是强调伦理与情感的，基于人的本性，但

又不是个人的本性，应该包括民心、舆论、思想、精神、道理、实情、

形态等多方面的意思，所以在立法方面要求是顺乎“民”而应乎“天”

的，符合大多数人们的意愿，要“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易·大

有第十四》）。有学者也认为：情，“是一般人认为的自然感觉、想法

和习惯，或是应该尽量使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维持或恢复的概念。”



（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载王亚

新、梁治平编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这是基于立法不能违背民心、违反人情，不能失去法利

于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则而得出的基本看法。 

  所谓的“理”，在《汉语大词典》罗列有 22 种意思：1．治玉，

雕琢；2．治理，整理；3．治理的好，秩序安定；4．医治；5．物质

组织的纹路；6．本性；7．道理，事理；8．忠恕；9．容止或行动；

10．名分；11．法纪，法律；12．治理狱讼的官；13．掌刑狱的官署；

14．使者，媒人；15．申诉，辩白；16．顺；17．辨别，理解；18．理

睬，多用于否定；19．温习，重提；20．奏起（音乐）；21．通“里

面”；22．姓氏。 

  “理”是介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其重要性则不仅要求在立法方

面去“顺乎天而应乎人”，还要求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是所谓

“天理人情，两全无失”。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认为，“理也者，情之

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

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段玉裁：《说

文解字注·玉部》）唐人颜师古则认为：“理，法也，言以法律处正其

罪。”（《汉书》卷 6《武帝纪》师古曰）所以日本的中国法律史学者

滋贺秀三认为是指“欠债还钱”或“父在子不得自专”等旧中国文明

中不成文却为人们所广泛承认的种种原理原则，是一种强调相互公平

的原则。这种原则与“情”相结合，就能够理解为是社会生活中健全

的价值判断，有一种“平衡的感觉”（滋贺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

判》，东京创文社 1984 年版），是理与情、与法都有关联。既然“理”

连接着立法与司法，其在“情”与“法”之间的作用就不能忽视。于

立法而言，“理”既要照顾到自然的分理，又要关注大多数人之“情”，

同时还必须关注司法，在司法过程中不要偏离天理人情。是所谓立法

之意在“息讼端即以安民也”，以维护社会秩序，不逆天理，不违背

民情，为“理”之大者；司法之时要“发奸摘伏”，要取得“革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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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以端人心，以励风俗”（《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818《刑律·诉

讼》）的效果，是顺天理以正民情的移风易俗，为“理”所用之大者。 

  所谓的“法”，在《汉语大词典》罗列有 18 种意思：1．刑法，

亦泛指法律；2．依法惩处；3．规章，制度；4．标准，模式；5．常

规，常理；6．仿效，效法；7．方法，作法；8．古代对天子御用设

备的专称；9．法术；10．相术家指人的面相、手相、骨相等；11．我

国战国时期的学派名；12．指历法；13．指法酒（进酒礼）；14．通

废；15．古代数学术语；16．助词，用于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

17．佛教语；18．姓氏。 

  “法”，最初写为“灋”。《说文》云：“灋，刱也。平之如水，从

水。廌（音豸，即獬豸）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段玉裁注：

“刱者，罚罪也。易曰：利用刱人以正法也，引申为凡模范之称。木

部曰：型者，铸器之法也。竹部曰：范者，法也。土部曰：型者铸器

之法也。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从廌之意，法之

正人如廌之去恶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廌部》）根据《说文》

提示，武树臣认为：古“灋”字当在箕子之后、西周初期形成。“灋”

字是古人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记录。古“灋”字由三个部分

组成。其中，“水”源于远古禁忌和流放，久而久之成为当时公共生

活的化身；“廌”即蚩尤、皋陶，是世代执掌军事和司法之职的部族

的图腾，为权威机构的象征；“去”是源于争讼的证据制度，由“弓”

和“矢”二字构成。“去”与“夷”字字义正相反，“夷”是弓、矢相

符，“去”是弓、矢相背，故有出示证据或交纳诉讼费的意思。（武树

臣：《“法”字新考》，载《中外法学》1994 年第 1 期；《寻找最初的

“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载《学习与探索》

1997 年第 1 期）因此“法”是权威机构行使的、通过查明证据来判

明是非曲直并对违法实施刑罚，更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

这种公共准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中国古代的“法”泛指于“刑”，因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



禁暴而率善人也。”（《史记·孝文本纪》）《易·噬嗑》也讲：“先王以

明罚敕法”。而“刑”也是“所以禁暴止邪，导民于善，非务诛杀也。”

（《明史·仁宗纪》）兵、刑、狱在古代有相通的意思，是“兵者，圣

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史记·律书》）“凡制

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汉书·刑法志》）“狱者万民

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

谓文吏矣。”（《汉书·宣帝纪》）兵、刑、狱同为法的内容，是以“大

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

（《汉书·刑法志》）所谓的“刑”，在《汉语大词典》罗列有 14 种意

思：1．惩罚，处罚；2．征讨；3．杀，割；4．灾害，伤害；5．刑

法，法度；6．效法；7．以法治理；8．星星名，即太白星；9．通“型”，

铸造器物的模子；10．通“形”；11．通“”，盛羹的器皿；12．通“邢”，

见于地名；13．通“侀”，成就；14．姓氏。 

  这里值得解释的是“刑”字的本义。我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一

些师友，也许是开玩笑，他们大多数认为这个问题简单。刑者，开刀

也，这有什么？从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刑的本义。后来我在复试研究生

时，他们也这样回答，我才知道持此看法的人很多。因此有必要在此

解释一下。 

  古代的“刑”也写为“”、“”、“刱”，《说文解字·井部》：“罚辠

也，从刀井。《易》曰：井者，法也。”段玉裁认为：“此引《易》说

从井之意。井者法也，盖出《易》说。司马彪《五行志》引《易》说

同。《风俗通》亦云：‘井者法也，节也。’《春秋元命苞》曰：，刀守

井也，饮水之人入井争水，陷于泉，刀守之，割其情也。又曰：‘网

言为詈，刀守詈为罚，罚之为言内也，陷于害也。已上见玄应《大唐

众经音义》。徐坚《初学记》：夫井上争水，不至用刀，至于詈骂当罚，

五罚断不用刀也。故许以罚人入刀部，谓持刀骂詈当罚。以入井部，

谓有犯五刑之辠者，则用刀法之。同一从刀，而一系诸受法者，一系

诸执法者，且从井非为入井争水，视《元命苞》之说，正如摧枯拉朽，



安置妥帖矣。故其书百世师承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玉部》）

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将从井与法字从水等同起来，认为：“古

人言法，皆取象于水之平。人之汲取井水，亦但各平其器而已，故字

从井。”《汉语大词典》则认为：“刀以分别物也。凡分别是非曲直，

务求如水之平，此字之从刀从井之本意也。”段玉裁认为徐坚《初学

记》安置妥帖，是将此字受法与执法的意义区分出来，便具有摧枯拉

朽之势。《初学记·政理部·刑罚第九》：“井饮人，则人乐之不已，

则自陷于川，故加刀谓之刑，欲人畏惧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则不

动矣。今作罚用寸。寸，丈尺也，言纳以绳墨之事也。”以上各家都

从象形字来论述，殊不知此从井字的刑是执法的意思，古人所居多有

井，也有井田制，此从井之刑，恰恰是以居住而言，用刀逼迫离开井，

是背井离乡，这正是古代刑罚的主要内容。 

  《初学记》是大家应该知道和了解的一部书，该书是唐玄宗命徐

坚等人编纂的“类书”，犹如现代的百科全书，“撰集要事并要文，以

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是其编纂宗旨。该书分

23 部，有 313 目，举凡山川地理、典章制度，乃至人情世故、花鸟

鱼虫的典故、诗文辞赋，大多网罗其中。中华书局在 1962 年出版有

点校本，至今已经重印多次，市面很容易买到。 

  谈完“情理法”的字义，再谈谈“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是《公羊传》论述的核心问题，也是后世认识存在

分歧的问题。 

  所谓“三科”，一说是：张三世、存三统、异外内。另一说是：

“析而言之”，即概括的分析是：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

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是一科各有三旨。

还有一说是：天道、人情、王法。 

  所谓“九旨”，一说是：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

绝。另一说是：新周、故宋、新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

辞、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每三旨为一科，是为“三科



九旨”。 

  本人赞同的“三科”，是天道、人情、王法之说；“九旨”是时、

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之说，因为“《春秋》上本天

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所谓的天道是时、月、日等自然事务；

所谓的人情是尊、亲、贤等人伦之本；所谓的王法是讥、贬、绝等制

度规范。 

  “三科九旨”，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大旨”，因此要求圣人立

法要顺人情，司法要循天理，执法要遵王法。按照这种要求来立法、

司法、执法，这应该是人类最理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三者并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偏重一方，甚至违背“大

旨”，将“三科九旨”倒置。“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

三旨也”。这是国家重法而轻情理，仅是一种“霸道”。“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此二科六旨也。”（《清史稿》卷 481《儒

林孔广森传》）这是重情理轻法律，求无得罪天下后世的“至当”，实

际破坏法律，因此只能是“争之愈力，失之愈深”。只有“内其国而

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才是“三科九旨”的“圣人之道”。这样

得到天道的时、月、日，便顺应自然的发展，可以避免自然之害而得

到自然之利；得到人情的王、天王、天子，也就把握尊、亲、贤的人

伦之本，而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可以序长幼、明尊卑、别

贵贱，规范社会秩序；得到王法的讥、贬、绝，就有了建立摒恶扬善

的制度根本，“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无课，是无官也；

有课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

（苏洵：《嘉祐集·上皇帝十事书》）因此这套制度由监督、考核、奖

惩等部分构成，产生比较完善的监察制度、考课制度和奖惩制度。由

此可见，“三科九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任何一科一旨出现问题，

都会影响到整个机制的正常运行。所以国家应该贵法，然而法胜则人

心离；国家应该尊重人情，然而情胜则人心俚；国家应该崇理，然而

理胜则人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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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贵法”、“尊重人情”、“崇理”，这是原则问题，国家不

能偏重一方，若单独强调一个方面，所取得的效果都会偏离统治者所

期待的治理。正如朱元璋所讲：“禁官之贪婪，以便民生，其顽民乘

禁侮慢官长；及至禁民以贵官吏，其官吏贪心勃然而起，其仁义莫知

所在。呜呼！是其难治也。”这种“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

此坏”（《明大诰三编·民违信牌第三十六》），实际上是一种很不明智

的措施。国家依靠权力扶植一些东西，在客观上会造成重此轻彼，导

致发展的失衡，人心的离、俚、背，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而且会弊

端百出，严重的还会出现动乱，乃至使国家陷入内外交困，社会经济

也会出现倒退。可以说，如何理顺“情理法”的关系，既是先贤们孜

孜不倦所追求的，也是现代社会需要的。 

  明清时期的司法官在司法审判问题上，常常使用“揆情准理”、

“情理之平”、“于法难容”等词；在具体问断过程中，也是“情、理、

法”兼用，而三者的巧妙结合，居然成为当时司法官是否“清明”的

重要标准。这不但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为我们真正了解明清司

法审判制度提供方便。 

  有关“情理法”的看法，以及“情理法”的运用，在明清司法审

判中可以找出许多鲜活的例证。当时有人认为：“古人立法，止在于

生人而不在于杀人。”所以要求司法官“问拟重案，当思此案何处有

可轻之情，所犯何人有可生之路，有可宽之罪，于律例有何条可引，

恰与之相合，求全案之可轻而不可得，则于所犯之人而求之，于所犯

之人求其可生可宽，而又不得则于律例中求其可相援引者，而委屈以

合之。总之，念念以生人宽人为要，不厌烦琐周详”。这是因为“古

人制律之心原存恺恻，盖因所犯之罪虽一，而所犯之情不一，故又原

其情”。所以“今人用律之心，与古人制律之心，本无殊异，是贵原

其情而分别之矣”。不过，原情是有一定原则的，“事有关于纲常名教，

或强盗叛逆，为法之所不容贷者”，是不能原情的，“彼虽遭显殛，于

我无可憾也”。如果是“贫难小民，为饥寒所迫；无知乡愚，为匪类



所引；计所得之赃，衣不过数件，银不过数两，而遽令颈就戮，不亦

惨乎？”所以要求司法官必须认理，“我认理既真，比拟确当”，就应

该没有什么冤狱了，人心也就顺服了。（黄六鸿：《福惠全书·刑名部·问

拟余论》）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见解，在现实中如何应用，则会是

因人而异。这正是：事方掣肘科条缚，人尚吹毛翻复寻。佛法依来都

饿死，有司读律莫教深。（清·袁守定：《有司》）什么是有司呢？这

是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本诗内的有司则泛指道府州县等“亲民

之官”，他们既是行政官，又是司法官。作为司法官，他们要认理、

原情，还不能违反国法。任何一级司法官都是处在上下左右包围的复

杂政治环境之中，不但要求司法官具有应付上下左右的能力，而且需

要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以对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容不得有半点疏忽

和松懈。因此，对上阿谀奉承、谄媚邀宠，对左右寒暄恭维、各怀各

计，对下恩威并施、沽名钓誉等各种权术，就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安

位的重要条件。而戒备防范、排挤倾轧、阴谋毒计、尔虞我诈等手段

也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进取的必要措施。以此之故，人性的善良博爱，

人心的光明磊落，人际关系的互敬互爱，有时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体

现出来；然而，人性软弱怕事，人心的谨小慎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无

情，也常常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现出来；至于人性的卑鄙龌龊，人

心的阴险毒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更会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不但在官场上的“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自序》），于各级司法官中习为常见，而且

大凡官场上的丑陋现象和宦海沉浮，都可以在各级司法官中找到例

证。这不仅说明各级司法官的政治权术的多样化，也表明各级司法官

政治权术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各级司法官是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案件的？又是如何在各种法

规科条掣肘下来认理、原情的？且看后文分解。 



立毙杖下——洞房绑架为楔子 

  柏桦拍案：手里有三十多条人命，也仅是革职留任；打死数十人，

还狂呼“甚好”！实际上是朝廷授予了这些官员以专杀特权。在清代，

一些明显违例杖毙人犯的承审官，虽然会受到一些处分，但除非有其

他罪名或政治因素，对他们的宦途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承审官

任意杖毙人犯的现象很多。1．立毙杖下——洞房绑架为楔子有关“情

理法”的问题，不但是我们古圣先贤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当今

法史学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我们权且不管古圣先贤的论述，

也暂时不从理论上去阐述，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

们再谈一谈明清时期的司法官们如何在司法审判中运用“情理法”来

审断案件的。 

  清代有一种很坏的习俗，就是“小丈夫”。给小孩子娶成年的媳

妇，这一是为了照顾孩子，二是可以照顾公婆，更重要的是充当家庭

主要劳动力，操持家内外的各种劳作。大家想一想，一个青春勃发的

女子，一进门就当保姆，还要承当繁重的劳动，而且是名为夫妻，却

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等到小丈夫长大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又不在

了。在那个时代，稍微有点钱的人，都要娶妾，所以当时有俗话说：

“农夫若余五斗粮，一个小妾入土房”，可见娶妾的现象非常普遍。

小妾入房，已经成年的丈夫又怎样能够看上饱受劳累、历尽沧桑的老

太婆呢？这种泯灭人性的风俗，正不知有多少青春貌美的女子身受其

害。 

  有人说了，为什么要嫁给小丈夫呢？一句话，穷呗！“富家嫁女

易，罗列紫鸳鸯。贫家嫁女难，牵犬出东厢。”（清·徐倬：《嫁女词》）

穷家女为了给家庭换取财礼，只好随父母摆布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

姻，要是现代的妇女，早就告到法院，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可是，

在那个社会，妇女上哪里去告？她们连登上县衙大堂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法律规定：“妇女有犯奸盗、人命等重情，及别案牵连，身系正

犯，仍行提审；其余小事牵连，提子、侄、兄弟代审。”（《大清律例·刑

律·断狱·妇人犯罪》）户婚、田土、钱债，在当时称为“细事”，岂

能够让妇女上堂。冤屈肚里咽，反抗也毫无前途。但爱情是伟大的，

虽然是明知无望，也有不甘寂寞，挺身反抗的。 

  清人俞樾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耳邮》，书中记述这样一件事：

一位农家子还不到十三岁，便娶了一个比他大一倍的二十七八岁女子

做妻子，美满与否，大家一看即知。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婚次日，大

家都要前来祝贺。可是当亲戚朋友齐聚在一起，围着酒桌坐好了，却

不见新郎、新娘出来。如何是好呢？公公婆婆没有办法，只好前去呼

唤儿子。来到门前，左呼右唤，却只听见儿子答应的声音，不见儿子

的人影。老两口推门不开，急步来到窗前，捅开窗户纸往里看，只见

儿子被捆绑在床脚下，一身单衣，正瑟瑟发抖。 

  老两口吃惊地向儿子喊：“怎么了，是谁把你捆在那里？” 

  儿子回答：“昨天在夜深人静后，有一个彪形大汉从床下出来，

把我绑在这里，他却搂着新媳妇睡觉。” 

  老两口说：“你为什么不喊叫呢？” 

  儿子说：“我要喊，他们就要杀我。” 

  儿子话音未落，床帐开启，从里面出来男女二人，其中那位彪形

大汉说：“我与你们的新媳妇是青梅竹马，自幼相好，彼此情深，不

想却嫁到你家，陪伴你们的乳臭儿，我心不甘。所以昨天乘你们办喜

事忙乱之时，进入新房。你们应该容我与你们的新媳妇重叙旧好，尽

欢而别。如果谁敢破门而入……”说着从衣袖内拿出一把刀，指着他

们的儿子威胁道：“我就把他开膛破肚，用他来充饥了！” 

  面对这种情况，举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那彪形大汉在

新房中，不时索要酒肉饭食，并威胁说：“你们不给我好吃的，便杀

掉你们的儿子；给我吃的不丰盛，也要杀掉你们的儿子！” 

  这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按照彪形大汉的要求，一一满足，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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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过来。彪形大汉并不开门，而让送食品的人从窗户缝隙把饭菜放在

窗前的桌子上，用长绳拴着他们的儿子，叫他到窗前去取。取回来之

后，先命令他们的儿子品尝，然后两人再一起共食，吃剩下的再给他

们的儿子果腹。吃完饭之后，让他们的儿子将器皿放到窗口，让送饭

食的人取走，之后用绳再将他们的儿子拽回来，重新绑在床脚下。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时间左邻右舍、前村后镇的人都来

围观，都担心会伤害那小儿子。人多口杂，谁也说不出好主意，更想

不出解救之方。就这样，相持了三天，才告到官府。县太爷闻知，也

大吃一惊，便亲自前往查看，探明虚实。 

  这位县太爷问：“新媳妇有父母吗？” 

  众人回答：“有！就在邻近的村子住。” 

  当下，县太爷便派人将新媳妇的父母带到，叫父母在窗外门前呼

喊他们的女儿，可女儿就是不答应。于是乎，县太爷命令皂隶用竹板

打她父亲的屁股，用牛皮拍子打她母亲的嘴巴。新媳妇的父母负痛难

忍，高声呼叫，血与泪交融，声音甚惨。打完之后，再让她父母呼喊

女儿，新媳妇仍然不回答。县太爷命令再打，打完了再呼喊，如此反

复三次，其母亲挨了一百嘴巴，其父亲挨了二百板子，老两口是流血

漉漉，跪在新房窗外门前哀求女儿快点开门，可是女儿似乎听不见，

就是不回答。县太爷没办法了，只好派人把新房围住，带着新媳妇的

父母赶回县衙。 

  回到县衙门，县太爷思量对策，忽然想到自己办理的案件中有一

个贼，特别善于挖开人家的墙壁偷东西，现在正关在县衙的监狱当中。

于是传令该贼到堂，命令他到新房去救那位小丈夫。古代农家的房屋

多是以黄土用干打垒的方式建造的，极容易挖开洞。相传夏代少康的

母亲后缗，在寒浞围攻的情况下，因为怀有身孕，不能翻墙而出，便

在墙上挖了个洞，钻出去逃往母家有仍氏（今河北任县），在那里生

了少康。后来少康纠合同姓氏族，将寒浞灭掉，恢复夏王朝，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少康中兴”之缘起。读过诗书的县太爷，由于熟知这



个典故，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 

 

  该贼来到新房，先埋伏在门外，静静地等候，估摸新房内两名男

女睡熟，便来到屋后，挖开土墙进屋，悄悄地将捆绑小丈夫的绳索割

开，从墙洞中将之救出。埋伏在新房外面的衙役捕快，合力撞开大门，

将两名男女，抹肩头、掳二臂地捆绑起来，天一亮便押送到县衙门。

新郎被劫持的事早已经传遍全县，如今听说两名男女被捉获，谁不想

前来看看，于是乎摩肩接踵地拥向县城，把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从

大门到大堂，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焦急地等待县太爷升堂审判。 

  先是内宅云板敲击五声，衙门外边随之回应二声梆子（云板五声

寓意为“准备升堂了”，梆子二声寓意为“明白”，是回应内宅）。声

音刚落，衙门内吏、户、礼、兵、刑、工等房的书吏一起前来点卯；

皂、壮、快三班衙役集合，分班站立在各自的位置。所有的胥吏全部

集合完毕，云板再敲击三声，衙门外边再随之回应三声梆子（云板三

声寓意为“升堂了”，梆子三声则是回应“升堂了”，告诉值堂的人小

心）。于是专门主管捧印的那名书吏及两名门子，来到知县内宅门前

伺候。云板又敲击一声（寓意为“开”），把门皂隶用钥匙打开内宅大

门，主管捧印的书吏进去将印箱捧出，两名门子进去将办理案件的卷

宗匣子捧出。站堂皂隶高喊“升堂”，县太爷一身官服在身，从内宅

门出来，直奔大堂，来到那张高高的桌子后面，在那个大椅子上就座。

这是审判刑事案件，衙役是要在大堂伺候的，所以在公案前面的两边

各站着六个衙役，有的拿了剑，有的撑着打人的竹板。 

  各自按部就班之后，县太爷传令将人犯带上，两名男女被五花大

绑地推到堂下跪倒。县太爷居高下望，但见那名男子，一脸麻子，络

腮胡须恰如一蓬乱草，其面目“黑丑可憎”。低头看状纸，方知是名

屠夫。又看那名女子，其貌娟娟，皮肤白嫩，细腰小脚，“颇有风致”。

于是县太爷呼令该女子上前，指着她的鼻子厉声大骂：“吾见人多矣，

从未见无耻如尔，不孝若尔者，犬彘不若，非人类也。律载：妇女犯



奸，去衣受杖，况尔岂可以人理论乎！”当时下令，将该女子上下衣

服全部剥去，“不留寸缕”，赤条条地被按跪在堂前。 

  县太爷先让执刑皂隶用牛皮拍子打嘴巴，与日前其母亲所挨一百

下的数目相同；再让执板皂隶用竹板笞臀，与日前其父亲所挨二百板

子数目相同。行刑完毕，当堂判决。按照律例中规定的奸罪，“凡和

奸，杖八十”（《大清律·刑律·犯奸》）。本应男女同罪，但本案是以

男子为主，该男子可以算是强奸，而按律例规定：“强奸者，妇女不

坐。”因为该女子也是知情人，虽是通奸，却似和奸，故减等处置，

“决大杖四十，命父母领去，而归聘礼于夫家”。大杖四十，是州县

官权限范围内的，如果按律杖八十，州县官就要上报府道核准了。那

么，有人要问，前面打该女子及其父母的一百嘴巴、二百板子，是不

是违反了律例的规定？没有违反，因为律例里还规定：“依法拷讯者，

虽致死伤，不坐。”（《大清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因为州

县官有刑讯的权力，前者所打算是刑讯，后者所打才算是断罪。 

  该女子被决杖之后，由她的父母搀扶着走出县衙门。见女儿赤条

条一丝不挂，父母感到羞耻。姑娘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这种赤条条

暴露众人之下，脸上没光，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姑娘穿上。当时围

观的数千人，哪容你穿衣服啊！父母脱下衣服就被别人扯下来，结果

居然这样赤条条地走了好几里地，回到自己家中。遭遇奇耻大辱，父

母自然受不了，连气带怕再羞，居然两命呜呼了，父母双亡。这位女

子还算好，不多久伤势平复。她也是身受重刑，为何伤好得如此之快？

原来是打杖子的人怜香惜玉，没有用力狠打，所以不久所受刑伤便痊

愈了，风采依然如旧，是“颜色如初”。 

  与该女子相比，那位屠夫的命运便很悲惨了。县太爷先是命令打

屠夫二千板子，试图将屠夫立毙杖下。不想屠夫身体强壮，挨了二千

板子，居然没有死。按照律例规定：一日之内不得二度用刑。于是，

县太爷又命令次日再打二千板子，结果二千板子没有打完，屠夫便一

命呜呼了。 



  案件至此了结了，但故事还没完。过了几年，有人出游经过此县，

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那名女子“为人行酒”。该女子不但“风致如故”，

而且热情待客，毫无羞涩之容。不过，该女子的脸上却有因为挨嘴巴

过多，而留下难以消失的伤痕。酒馆客人或有指着该女子伤痕问她因

为什么会留下此伤，该女子则“缕述前情不少讳，至公堂受辱情状，

尤言之历历如绘”。讲这些事情，人们爱听，该女子也借此招徕许多

客人前来光顾，为的是自己能够糊口。一名年轻美貌的女子，遭此变

故，已经是廉耻全无，而将自己曾经受过的刑，当作“光荣”历史讲

与人听，真不知《大清律》寓刑于教的意义何在？却只见对人性的摧

残。 

  故事讲完了，但故事留给我们什么思考呢？司法官们是如何将

“情、理、法”有机地融入断案之中？在审判过程中又怎样掌握“情、

理、法”的分寸？如何在不违国法的情况下，上不拂上司之美意，中

不负自己之良心，下不逆属民之感情的呢？又是如何敢在刑讯中将犯

人“立毙杖下”的呢？弄清这些问题，可以了解明清州县一级司法审

判的大概情况。 

  本案涉及的男女两名案犯，事关纲常名教，当然不能原情，所以

司法官在现有法律规定当中，运用自己的权力去追求自己所谓的

“理”。本案适用的法律很多，前面我已经讲了一些，这里重点讲一

讲什么是“立毙杖下”。 

  《大清律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的故勘条规定：“明

立文案，依法拷讯，邂逅（偶然）致死者，勿论。”已经给了承审官

员以很大的权力，而条例规定：“内外法司，外而督抚、按察使、正

印官，许酌用夹棍。”“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

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勿论。”邂逅就是偶然致

死，如果偶然致死，或者因公事受刑以后偶然致死，无罪勿论，最重

也就是行政处罚，也就是现在的罚工资。一般打死一个人，县太爷罚

俸三月，县太爷的年俸收入是四十五两银子，那么每月才收入三两多



银子，三个月合起来也仅仅是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应该折合现在的物

价是如何呢？如果说买好的上等大米，二两银子可以买一百斤大米，

十两银子买五百斤上等大米。虽然也是个钱，但是有几个县官是靠工

资活着的？他们额外的收入更多。之所以承审官敢于使用律例规定之

外的刑具，也不畏惧刑讯致死公事干连人犯的处分，既有经济承受能

力，也有上司乃至皇帝的支持。对证据确凿的死刑犯立毙杖下，在清

代不但合法化，而且还是承审官的常用手段。 

  乾隆八年（1743），江西大庾、崇义等县发生聚众抢米事件，江

西巡抚认为“此风断不容长”，于是将为首者立毙杖下。按罪名，这

些犯人仅能够判杖徒之罪，现在将他们毙于杖下，是明显违反法律的

行为，因为律例规定：“如有将徒流人犯，拷讯致毙二命者，照决人

不如法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三命以上，递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流三千里。”江西巡抚重责杖徒之罪人犯，并立毙数名，已经触犯此

条律例，却得到乾隆帝的夸奖：“甚好！执法办理，以靖刁风。”（《清

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乙未》）有皇帝的支持，承审官们便可

以独断专行了，他们可以对犯有斩绞以上死刑的人犯实施立毙杖下，

而且还不承担“故勘”的责任，因为“故勘”的罪名是基于勘问“平

人”，既然是人犯则非属平人。 

  地方官在承审案件中虽然可以杖毙情实人犯，但也不可随心所

欲，毕竟朝廷还有朝章律例在，所以对明显违例杖毙人犯的承审官还

要进行处分，但处分却不是很重。如雍正八年（1730），“广西民有逃

入安南者，捕得下诸狱，疏闻，上命重处”。广西巡抚杨锡绂因有上

谕，随即将逃入安南者全部“杖杀之”。雍正帝得报即申斥云：“朕前

批示，令其具谳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

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者不可复生矣。”仅仅是责令吏部议处其罪，

最终不过是降级留任（《清史稿·杨锡绂传》）。手里头有三十多条人

命，也仅是革职留任；打死数十人，还说“甚好”！实际上授予这些

官员以专杀特权。在清代，一些明显违例杖毙人犯的承审官，虽然会



受到一些处分，但除非有其他罪名或政治因素，对他们的宦途一般不

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承审官任意杖毙人犯的现象很多。 

  立毙杖下实际上已经授予地方官吏以专杀之权，因此地方官吏可

以实施各种手段以处置所谓的“盗匪”和不听他们约束的人。如乾隆

时期在甘肃任知县的鄂山，进士出身，在了解到该地匪首情况以后，

立即召见当地耆黎，告之曰：“如某等，皆王法所必诛者，然某初任，

应施宽法，暂弛其死。今与众约，如有再干例禁者，予官虽微，必杀

之无赦，莫谓予教之不预也。”这些地方势力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

里，认为：“藐书生能若是强耶！”公开违反他的禁令。于是，鄂山“立

毙杖下者五人，遂皆畏惧”。这样嗜杀成性的人，后来被嘉庆帝发现，

称其为“奇才也”，不到四年便从知州升到陕西巡抚（昭梿：《啸亭续

录·鄂中丞》）。由此可见，在拥有立毙杖下权的情况下，各级承审官

滥施刑罚，乃至杀人，都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正是：治狱非难断

狱难，罪人生死寄毫端。（清·李化楠：《恤囚吟》）审理犯人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裁决案件，因为人犯的生死全在承审官的笔头上，自应慎

而又慎。 

  明清各级司法官是如何将人犯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是如何

断狱？其断狱的具体手段又是如何？且看后文分解。 

杖下生金——豆腐打出财无限 

  柏桦拍案：司法官命令打人，而负责打人的行刑皂隶却不见得按

照司法官的命令去打人，这是“法律愿其生而奸胥送其死，法律愿其

死而奸胥保其生矣”。因为这些行刑皂隶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愚弄司

法官。2．杖下生金——豆腐打出财无限本节先讲两个故事，一个是

打豆腐，一个是敲钉锤，希望通过这两个故事，围绕着“情理法”问

题，了解明清各级司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是如何使用刑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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